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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建设：我国科技强国建设的
“三十年之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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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来，我国科技发展成就辉煌，但一些“瓶颈”问题也日益凸显。面向未来30年的科

技强国建设，首先必须深入探查问题表面症状背后的根源，找到制约科学发展的核心阻力，开出针对性的药

方。文章通过对“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的历史脉络和我国科技发展“瓶颈”问题的哲学根源进行

分析推演，提出“哲学的贫困”可能是我国科技发展“瓶颈”问题的根源；并从哲学对科学的作用和影响的

角度，进一步论证了“哲学的贫困”是我国无法建立自主的科学体系、原始创新匮乏、科学大师缺失、学术

生态恶化等问题的主要原因。文章针对哲学建设的特点和困境，引用孟子关于“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的

论述进行类比，提出哲学建设是我国科技强国建设的“三十年之艾”，应当采取“苟为不畜，终身不得”的

策略，在国家战略层面进行系统实施；同时，也要在哲学的引领下进行更加统筹平衡、系统深入、成熟定型

的科技改革，为我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和建设科技强国奠定现实和长远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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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来，我国科技发展成就辉煌，

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近年来不断提升的科研投入

并没有使科研产出成比例增加，低水平重复、原创

成果匮乏、高端人才不足、学术生态恶化等科技发展

的“瓶颈”问题也越发凸显。为加快推进科技发展、

提高科研效率，国家层面和科研机构层面也一直在持

续推进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和布局调整，但仍然举步维

艰——往往一个问题还未彻底解决，新的问题又随之

产生。各种改革举措实施后似乎总有一个力量将改革

“拖回原点”，而且频繁的扰动还进一步破坏了本就

脆弱的科研生态，使得深层问题更加严重和复杂。面

向未来 30 年的科技强国建设，必须摆脱急功近利的

短期目标导向，深入探查科技发展问题表面症状背后

的根源，找到消解改革成效、制约科技发展的核心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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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开出针对性的药方；否则，我国科技发展将很难

走出“瓶颈”，科技自立自强和科技强国目标也终将

是空中楼阁。

考虑到科技发展问题是在历史中形成的，要探究

其根源，就必须深入历史过程中去研究其产生、发

展、演化的过程，及其背后的动因。为此，我们选

择我国近代科学发展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两个问题——

“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作为切入点，研究

我国科技发展问题形成的背景，并由此进一步探析当

前科技“瓶颈”问题产生的根源。

1 “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与我国
科技发展问题的历史根源

1.1 “李约瑟难题”及近现代科学的发展
斯蒂芬·F·梅森 [1]认为，科学主要有两个历史根

源：一个根源是技术传统，一个根源是哲学传统；在

很长的历史时期内，这两个传统是分开的，直到中古

晚期和近代初期才开始汇拢形成了一种新的传统，即

科学的传统。我国历史时期的科技发展更偏向于技术

传统，而与科学相关的哲学传统较弱，这可能是我国

没有自发形成科学传统的主要原因。因此，要回答

“为什么近代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这一“李约

瑟难题”，就需要向中国传统哲学中寻求答案。

中国传统哲学偏重艺术的形而上和道德的形而

上。冯友兰[2]认为，我国传统哲学是内向的，追求的

是内心的和平和幸福，不需要科学的确实性和力量，

“中国没有科学，只是因为按照中国哲学（尤其是

儒、道）的价值标准，她毫不需要”。罗素 [3]也认

为，“中国有一种思想极为根深蒂固，即正确的道

德品质比细致的科学知识更重要”。同时，中国哲

学又缺少科学的形而上。爱因斯坦从西方科学的视角

提出，“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

的：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以及发现通过系

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

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作出这些发现

才是令人惊奇的”[4]。

因此，在哲学层面，可以将“李约瑟难题”归结

为 2 个关键缺失：① 中国传统哲学内向、知足的哲学

气质带来的发展科学的内在动力和需求的缺失；② 中

国哲学中关键科学思维要素，即“科学的形而上”要

素的缺失。其中，需求缺失可能是更为根本的原因，

因为没有需求也就缺乏驱动力去构建和发展科学所需

要的工具方法和思维方式。这样看来，近代科学没

有在中国发生，并不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是落

后的，只是我们走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文化哲学的道

路——没有对科学的强烈需求，进而也没有发展出与

科学相关的思维方式，因此也就无法形成科学传统。

近现代以来，面对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冲

突，我们的先辈一直在进行文化哲学改良和科技孕育

发展方面的探索和尝试。从近代思想家魏源的“师夷

长技以治夷”，到洋务运动的“中体西用”，再到维

新派的“改革中体，以用西学”，直至以“民主”和

“科学”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中国哲学在中华民族

救亡图存的宏大社会背景和西方哲学/科学思想的冲

击下，经过激烈的思想论战、深刻的哲学反思和反复

的探索实践，不断更新发展，并在民国时期出现了一

个短暂的繁荣期，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 2 个关键

缺失。一方面，救亡图存的积极诉求转化成为发展科

学的强大动力，补足了中国传统哲学气质中科学需求

的缺失；另一方面，西方哲学与科学大规模引入，在

受过西式科学教育的群体中普及了形式逻辑和实证思

维，弥合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科学的形而上”要素的

缺失。这就使得民国时期，在短短几十年内涌现出一

批具有深厚中国哲学文化功底，又兼具西方先进科学

思想的科学大师，并完成了一些专业领域的奠基（图

1）。这也充分说明，中国传统哲学与科学并不是不相

容的——补足了需求和关键要素缺失之后，西方科学

也可以在中国的哲学文化土壤中很好地生根发展。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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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这一时期，涌现出的科学大师和科学思想还只是

星星之火，我国总体上还未发育形成系统完整的科学

体系。

1.2 “钱学森之问”与“哲学的贫困”
那么，后来为什么在我国建立了完整的科学体

系、科技实现飞跃发展之后，反而又“培养不出杰出

人才”了呢？钱学森生前曾在多个场合提出这个问

题，亦即著名的“钱学森之问”。许多专家学者从不

同方面给出了原因和解释；我们认为结合“李约瑟难

题”，从历史和哲学的角度进行探析，可能会有一个

更为系统的视角。

民国时期尽管涌现了一批科学大师，为我国科学

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但由于当时特殊的社会历史背

景，这个基础也是不平衡、不充分的。近代以来，我

们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目的重在其“用”，即富国强

兵的物质性功效，而忽略了科学的理性、求真等精神

价值。五四运动时期，虽然大力推崇科学精神和科学

方法，但又陷入了科学主义的误区[5]——对科学的迷

信反而异化了科学精神；此外，当时“打倒孔家店”

的倡导、对中国传统文化哲学不加选择的批判，也对

中国传统文化哲学造成了较大冲击，导致了一定程

度的文化断裂。钱穆[6]在《中西文化接触之回顾与前

瞻》中对这一过程有过较为本质的论述：“中国人所

羡者，实乃西方科学方法应用之效果，非西方科学精

神发明之源头。近百年来之中国人，遂以其急功近利

之浅薄观念，自促其传统旧文化之崩溃，而终亦未能

接近西方新文化之真相。”简言之，我国科学发展一

开始就走上了一条“重工具实用、轻理性精神”的道

路。

20 世纪中叶以来，我国科学发展也延续了这种路

线。一方面，在“向科学进军”“科教兴国”“科学

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国家重大战略方针的引领下，

科技发展取得了辉煌的进步，但也进一步强化了实用

主义和工具主义。另一方面，与传统彻底决裂的教育

革命和文化革命，加剧了中国传统文化哲学的断裂和

衰落，哺育科学成长的西方哲学与科学精神也受到了

曲解和有意无意地遏制。再加之，国际上技术崇拜的

热潮、西方哲学的危机、资本与现代科学的“联姻”

等也强化了科学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弱化了价值理

性，我国科学发展自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这种潮流

的裹挟。

因此，从历史哲学的视角来看，我国近现代科学

发展的历程就是工具理性日益强盛而哲学价值理性逐

渐衰弱的过程。工具理性失去哲学价值理性的制衡、

约束和引领，形成了工具论的科学价值观和教育价值

观，致使我们培养不出具有哲学视野的科学大师。同

时，哲学价值理性的弱化和科学大师的缺失也直接或

间接引发了原始创新匮乏、学术生态恶化等其他“瓶

颈”问题。我国科学发展过程中科学精神和中国传统

哲学衰弱导致的价值理性的严重缺失，可以称为“哲

学的贫困”。它不仅是“钱学森之问”的主要答案，

可能也是我国科技发展“瓶颈”问题的主要根源。

纵观“李约瑟难题”“钱学森之问”及其产生的

历史背景可见，我国“哲学的贫困”及其社会影响

是一个逐渐演变、叠加累积的过程（图 2）。民国时

期，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响虽然已经显现出衰减的趋

图 1   “李约瑟难题”的哲学解释及民国时期的科学发展
Figure 1    Investigation of Needham Puzzle in philosophy 
perspective and science development during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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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但在实用科学/工具主义恰到好处地推动下，与西

方哲学/科学精神碰撞融合形成了短暂的哲学高潮，培

养了一批科学大师。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科技发展

进入跟踪、追赶时期，工具主义的强力推动和民国时

期培养的科学大师的积极引领，使得我国短期内建立

了较为完善的科学体系，并快速完成了科技水平的整

体跃升；但实际上，这一时期“哲学的贫困”已初步

显现，其带来的人才工具化、原始创新缺失、学术生

态恶化等问题已经在逐步酝酿、积累发酵。近年来，

当我国一些科技领域进入国际“并跑”和“领跑”阶

段时，“哲学的贫困”也发展到了较为严重的程度，

前期积累的问题集中凸显出来。这就导致我们既没有

了外在跟踪模仿的对象，又缺乏内在哲学价值理性的

引领，我国科技发展也就无可避免地进入了瓶颈期。

2“哲学的贫困”是我国科技发展“瓶颈”问
题的根源

通过上述分析推演，可以初步判断“哲学的贫

困”可能是我国科学发展产生诸多瓶颈问题的主要根

源。但要形成较为确实的结论，还需要进一步分析

哲学何以会对科学的发展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以及

为什么“哲学的贫困”会导致我国科技发展出现“瓶

颈”问题。

2.1 现代科学体系脱胎于哲学，“哲学的贫困”使
得我们无法孕育健康的科学文化和自主的科学
体系

科学与哲学最初是融为一体的，现代科学独立于

哲学仅 300 年历史。正是在古希腊的自然哲学、概念

形而上学、形式逻辑，以及笛卡儿和培根的认识论和

实验哲学奠定的哲学基础之上，科学才得以在近代问

世[7]；可以说，现代科学体系脱胎于哲学。哲学是一

切科学的先导，是文化发展的先机[8]。哲学的启蒙作

用极大地促进科学文化的传播，解放人们的思想，并

为科学提供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尤其是面向未来，

科学越是向未知和复杂迈进，越是处于严重的混乱和

困惑中，就越是需要哲学的导引和支撑。

科学文化虽然发端于西方哲学，但又必须要生

长、运作于特定的本土文化之中[9]。然而，当前我们

既缺乏对孕育科学文化的西方哲学和科学精神的深入

了解，也缺乏对承接科学文化的中国传统哲学的继承

发展。“哲学的贫困”使得我们无法从哲学中汲取营

养去构建科学文化的价值体系、思维方式、行为准则

和社会规范，导致科学文化远远迟滞于我国科技的发

展。同时，“哲学的贫困”及其带来的科学文化的缺

失，致使我们的科学研究往往囿于现有的理论方法和

体系框架。虽然有点状的突破，但却难以形成整套的

思想、方法、技术，更无法形成引领未来发展的自主

的科学体系，这也是我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最大的体

系性障碍。

2.2 哲学是原始创新和颠覆性创新的助推器，“哲
学的贫困”导致我们无法提出重大原创理论和
科学思想

哲学是系统的反思，关注的问题比较抽象、普

遍，可以提供产生新的想法、新颖视角和批判性思考

的方法[10]。哲学拓宽观察问题的深度与广度，为科学

家提供深刻的思辨能力和洞察力，从而有利于发现关

图 2  中国近代以来“哲学的贫困”、工具主义与科技发展
演化示意图
Figure 2    Evolution of “poverty of philosophy”, instrumentalism, 
as well 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in China since 
Modern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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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问题，激发原始性和颠覆性创新。库恩[11]曾描述过

哲学对原创的重要作用：“17 世纪牛顿物理学的突

现，20 世纪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突现，并不是偶然事

件，而是两者都以相同时代研究传统的基本哲学分析

为先导和伴随的。”此外，直觉思维、灵感体验在破

解理论危机和形成科学突破中的作用逐渐得到重视，

许多西方科学家都提出向东方整体直觉思维回归的呼

吁[12]。

“哲学的贫困”使得我们无法对科学进行系统的

反思，无法提出颠覆性的问题，也就无法从源头上形

成重大原创理论和科学思想。具体来说，西方哲学/科

学精神的贫困导致我们缺乏探索科学真理的激情和坚

持科学真理的执着，在思维方式上尚未完成从原始思

维向逻辑思维和科学思维的转变[13]。而中国传统哲学

中有机论、系统观、知情意一体化的认知模式、取象

比类和直观外推的方法论[12]，对科学家研究风格和思

维方式的塑造可能也远大于我们原有的认知。中国哲

学的“贫困”使得我们无法发挥系统观、直觉思维和

灵感体验的优势，难以形成颠覆性和原创性的突破，

这可能也是图 2 中“哲学的贫困”主要表现为中国哲

学衰落的原因。

2.3 科学大师大多是哲学家型的科学家，“哲学的
贫困”导致我国培养不出杰出的科学大师
爱因斯坦[14]认为：历史和哲学背景的知识给了我

们得以摆脱同时代大部分科学家所陷入的偏见的那种

独立性，这种由哲学洞见带来的独立性是把单纯的手

艺人或专家与真正在追寻真理的人区别开的标志。科

学家有什么样的哲学基础，就有什么样的科学视野和

科研境界，就能够发现、提出并解决什么样的科学问

题。例如，伽利略、牛顿、莱布尼茨、爱因斯坦等划

时代的伟大科学家都是哲学家型科学家。而我国民国

时期培养的科学大师也大多具有深厚的哲学根基。例

如，除了在科学上的伟大建树外，钱学森[15]还提出了

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并在中国整体哲学观基础上发展

形成了“大成智慧学”。

可见，理想状态下，科学家应当是像康德所说的

一个能够有时间、有兴趣和有能力“仰望星空”的群

体。但当前，由于我国社会文化、基础教育、科研过

程中较为普遍的“哲学的贫困”，科研群体的哲学素

养明显不足，缺乏“仰望星空”的能力。同时，由于

体制机制、评价导向等原因，多数科研人员没有兴趣

也没有时间“仰望星空”。这种对科学深层哲学反思

的缺失就使得我国科研人员大多成为“擅长专门智识

之学者”或是工匠型人才，而难以成长为哲学家型的

科学大师。

2.4 哲学可以提升科学家的道德约束和人生境界，
“哲学的贫困”是我国学术生态和科研诚信问
题的根源

哲学能够提升人的心灵，使人超越现实世界体验

高于道德的价值。冯友兰[16]把人的生活境界分为 4 种

类型——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哲学境

界；并认为从前中国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首先接受的

就是哲学启蒙（如四书五经等），而哲学境界是比

道德境界更高的一个层次。爱因斯坦则[17]把科学家分

为 3 种类型——智力愉悦型、功利型、终极关怀型；

并认为终极关怀型科学家能够持久从事科学活动，永

无止境地探索世界奥秘，关怀人类命运，这也是一种

哲学境界。哲学有助于科学家超乎功利境界，进入道

德境界甚至哲学境界，成为终极关怀型科学家；而科

学家群体对哲学境界追求的过程，也是促进学术生态

和科学精神孕育发展的过程。

近年来，我国学术生态和科研诚信问题比较突

出，在倡导科学精神、呼吁科研道德、改革评价体

系、严格监审制度等各种举措实施后，也没有明显的

改善。这主要是因为学术生态和科研诚信问题不仅是

由个人道德素质、评价导向和制度安排造成的，更是

文化哲学层面的问题——“哲学的贫困”才是其背后

的根本原因，靠外在的约束和引导很难从根本上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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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从个体层面来看，“哲学的贫困”将部分科研

人员拦阻于“道德境界”“哲学境界”之外，囿于

“功利境界”之中，致力于个人或小群体利益的最大

化，从而易于出现“越界操作”和科研诚信问题；从

科学共同体层面来看，“哲学的贫困”使得科学家群

体无法通过对“道德境界”“哲学境界”的一致追求

形成共同体意识，阻滞了科学精神的群体孕育发展和

科学文化的培育构建，进而难以形成良好的学术生

态。

2.5 “哲学的贫困”的内涵与本质
通过逐一剖析“哲学的贫困”与科学文化、自主

科学体系、原始创新、科学大师、学术生态、科研

诚信等的关系，可见“哲学的贫困”无疑是导致这

些“瓶颈”问题的主要原因。同时，通过对这些关系

的深入分析，也可以进一步明晰“哲学的贫困”的内

涵与本质——不仅是指“科技哲学的贫困”，更是涉

及人生观、世界观、方法论等各个层面的“一般哲学

的贫困”；不仅包括西方哲学中“科学的形而上”的

贫困，更是中国传统哲学“艺术和道德形而上”的贫

困 [18]。此外，这里的“哲学”是针对哲学的社会影

响而言的，需要大多数人能够理解、接受、内化为相

对固定的思维模式，并自觉或不自觉地践行；而不是

指哲学作为一个学科发展的兴衰，因为哲学学科的繁

荣与哲学对社会的影响往往成反比。哲学的专业化和

职业化使得哲学产品的技术含量越高，就越鲜有人能

理解，反而不利于对社会产生影响和发挥作用[19]。因

此，科技发展的“瓶颈”问题不只是科技界本身“哲

学的贫困”造成的，更是教育界、文化界，乃至整个

社会“哲学的贫困”导致的。

3 哲学建设是突破我国科技发展“瓶颈”的
“三十年之艾”

通过对“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的历史

哲学根源，以及哲学对科学影响的分析可以看出，

“哲学的贫困”是我国科技发展“瓶颈”问题的主

要根源，也是消解我国科技改革成效、制约科学发展

的核心阻力。反之，哲学建设，即革新哲学理念，加

强哲学教育，提升哲学的社会影响，无疑是根治我国

科技发展问题的“良药”。尤其是当前我国科技正处

于从“跟跑”向“并跑”和“领跑”跨越的关键转折

期，亟须通过哲学建设这剂“良药”突破瓶颈，实现

科技自立自强，为科技强国之路扫清障碍、引领方

向。

然而，现实的问题是哲学建设尽管是“良药”，

但却是一个需要多方推动的复杂系统工程，而且是无

法立竿见影的“慢功夫”，需要长期的文化哲学濡化

才能形成影响，甚或在未来 30 年科技强国建设的整

个过程中都不一定能显现“疗效”。哲学建设的这

种复杂性、不确定性和滞后效应可能使得各个层面都

缺乏推动实施的动力，进而陷入“难以落地”和“系

统失灵”的境地。这种情况与《孟子 · 离娄上》关于

“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的比喻很类似。一个人犯

了 7 年的病，而他的病却非要储藏到 3 年之久的艾才

能灸治，而这时一般面临 3 种选择困境：“一是不惜

重价访求别人家藏三年之艾的，恳求出让，但未必靠

得住；第二个办法是自己从今藏起尚待三年，这三年

内，病况是否可待，还是没把握；第三个办法是舍却

艾灸，姑试他种治疗，但是更无把握，而且医药杂

投，或许转促其死。”[20]

相应地，对于我国科技 70 年高速发展所积累的瓶

颈问题，哲学建设可以看作是其“三十年之艾”，也

面临着同样的选择困境：① 直接移植西方的哲学、

全盘西化是行不通的。因为文化背景不同，而且西方

哲学自身发展也出现了停滞和危机。② 从现在开始

用 30 年的时间革新发展中国自己的哲学理念，扩大

哲学的社会影响。但这 30 年之内也许哲学不会产生

作用，或见效甚微，可能暂时并不能解决科技发展的

问题。③ 舍却哲学而采用其他针对表面问题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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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措也不可取，因为事实已经证明从症状出发的频繁

改革和扰动，可能反而会使得深层的问题更严重复

杂，最终也许还阻碍了科学的发展。面对这种困境，

孟子的解决办法是第 2 种选择——“苟为不畜，终身

不得”，即不论如何，现在就开始储蓄，否则将永

远无法得到。哲学建设也是如此。综合比较以上 3 种

选择，唯有第 2 种选择在战略和战术层面均是最可取

的：从战略层面来看，哲学建设对于长远的科技强国

建设来说是最根本的、最有效的举措，而且对文化、

社会、经济、政治等国家总体发展还有巨大的溢出效

应；从战术层面来看，哲学建设对科技强国建设的其

他科技改革举措不具排他性，反而有引领带动和协同

促进作用。

因此，对于哲学建设这个兼具系统性、复杂性、

不确定性和滞后性的“三十年之艾”，我们不仅要采

取“苟为不畜，终身不得”的策略大力推行，而且还

应当上升为国家战略，在国家层面强力推进和系统实

施。唯有如此，才能统合哲学界、科技界、教育界、

文化界，乃至全社会各方力量协同建设；唯有如此，

哲学建设才能在暂时无法显现“疗效”的情况下，以

国家力量为牵引在未来 30 年持续推进；也唯有如此，

我们才能逐步建立起足以平衡和引领工具理性的价值

理性和哲学精神，构建自主的科学体系、培养更多的

科学大师、产出更多的原创成果、孕育更健康的学术

生态，进而早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如期建成世界科

技强国。

当然，在科技强国建设过程中，既不能消极地坐

等“三十年之艾”发挥作用，也不能过于激进地完全

颠覆现有的体系。就像“水手只能在航行中修补自己

的船”[21]，我们也必须在保证我国科技这艘大船正常

航行的同时进行哲学建设。因此，我国未来 30 年的科

技强国建设之路，哲学建设是必须加强的总方向，但

循序渐进的科技改革发展仍将是主旋律。我们应当在

大力推行哲学建设的同时，在哲学的引领下进行更加

统筹平衡、系统深入、成熟定型的科技改革，为我国

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和建设科技强国奠定现实和长远的

基础。

4 结语

尼采[22]在《道德谱系学》中说道：“我们越是知

道更多的眼睛、不同的眼睛是如何看待同一个问题

的，我们越会对该问题的‘概念’以及‘客观性’

有更加完整的认识。”正是基于这种“视角主义”理

念，本文超脱于当前科技发展的具体问题和情境，试

图用“不同的眼睛”从历史哲学和概览全局的宏观

视角，探索科技强国建设的“瓶颈”问题和可能路

径，提出“哲学的贫困”是我国科技发展问题的主要

根源，哲学建设是我国科技强国建设的“三十年之

艾”，应当采取“苟为不畜，终身不得”的策略，在

国家层面系统推进实施。

但同时，也正是由于这种偏于宏大的叙事视角，

文章很难兼顾细部，难免有粗疏失漏之处，希望能够

抛砖引玉，引起更多的批评讨论，让“更多的眼睛”

聚焦于我国科技强国建设的“瓶颈”问题和战略选择

上，为我国科技强国建设形成“共同视角”和“客观

性”的认识贡献更多思路。在随后的系列工作中，

我们也将围绕科技强国建设进一步完善和拓展本文的

“宏观视角”，围绕科技强国建设需要什么样的哲

学，以及如何进行哲学建设等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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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ore than 70 years ago, Chin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has gained great achievements. However, some deep-rooted problems still pose serious impediments for China to build itself into 

a world power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next 30 years. It is a must for us to explore the root causes of these problems and 

find the solut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Needham Puzzle” and “Qian Xuesen’s Question”, as well 

as the philosophical origin of the bottleneck of Chin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this study proposed that “poverty of 

philosophy” is probably the root cause of the problem hindering S&T development in China.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influence of 

philosophy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further proved that “poverty of philosophy” is one of the root causes for China’s inability 

to establish an independent scientific system, to train distinguished scientists, to accomplish original innovation, and to build a heal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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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c ecology. By analogy with  famous Mencius statement: “To cure a disease lasting for seven years, one must seek mugwort 

stored for three years”, this study proposed that the cultivation of philosophy is the “mugwort stored for thirty years” to boost China’s 

endeavor for a world power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oreover, we suggested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implement the cultivation 

of philosophy as one of national strategies.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philosophy while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ystem in a more mature and systematic way, so as to lay a realistic and long-term foundation for China’s 

endeavor for a world power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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